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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一生酷爱电影，甚至曾经想亲自经营电影事业，以发挥电影的教育功能。抗日战争期

间，她领导保卫中国同盟组织过好几部以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为主题的电影义演，其中有反映墨

西哥争取民族独立的电影《裘莱士》、有暗讽德国纳粹统治的卓别林电影《大独裁者》，她曾说

这些影片是对“我们的事业的绝妙宣传”；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她在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赞

助下，举办过数场电影义演以募集儿童工作资金。  

  电影对于宋庆龄而言，不仅仅是她曾经的“工作伙伴”，更是她文化生活的主体。堪称影迷

的宋庆龄爱看外国电影，尤其热衷美国影片。当好莱坞电影被新政权逐出上海影院时，了解宋庆

龄嗜好的陈毅市长对她进行了特殊照顾；“文革”初年，宋庆龄一年难得看上一部故事片，只是

偶尔靠看新闻纪录片过瘾。一方面，她受到了把持电影业的江青的刁难，另一方面，她得到了来

自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文革”结束后，中国电影重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宋

庆龄十分高兴，她“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  

爱看美国电影 

  宋庆龄的文化生活相当充实，她喜欢西洋文学，更喜欢古典音乐，爱弹钢琴，晚年还常打康

乐棋。看电影则是她最热衷的一种休闲和娱乐方式，所看电影以外国影片尤其是美国影片为主，

苏联和日本的电影她也爱看。宋庆龄反复看的电影除了上述《大独裁者》外，还有美国的《翠堤

春晓》《音乐之声》和苏联的《心儿在歌唱》等。美、日、苏三国是她曾经生活、学习和工作过

的地方，反抗法西斯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是她的奋斗目标，这些也许是她一直喜欢这几部电

影的主要原因。  

  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同丈夫一起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享受温暖家庭生活，身为影迷，她常

常在家中组织放映电影。  

  宋庆龄从电影中得到快乐，也从电影中受到启发。她的战友杨杏佛曾携子杨小佛一起请她看

苏联电影《生路》，那是一部描述俄国革命后苏联政府如何收容、教育大量流浪儿童，使他们成

为有用的新人的影片，内容精彩，很感动人。电影散场后宋庆龄对杨杏佛说：中国将来也要这样

做，使流浪者能改造成为新人。两人议论热烈，而且非常认真，以至于小佛认为：“后来孙夫人

在中国福利会中兴建许多少年教育中心和后来为人称道的托儿所等，也极可能是受了《生路》的

影响。”  

  1933 年 6 月，杨杏佛遇刺后，宋庆龄对杨小佛非常关心，经常利用星期日约他到她家去吃

饭聊天。吃饭时她会同小佛谈小说和电影，令小佛惊讶的是，她对美国电影明星非常熟悉。她曾

经带小佛摸黑进上海大戏院，看美国娱乐片《梅蕙丝西行记》，小佛为此对她说要是早出来两分

钟就不会摸黑了，宋告诉他：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让人家看我们的。  

  为了进影院看电影，宋庆龄曾有过几次尴尬经历。1927 年她在莫斯科时，有一次她去电影

院看电影，在正片之前临时放映了她到达莫斯科的新闻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觉得非常不

安，把手里的一块手帕都撕烂了，于是没等正片开映就离席而去。1937 年五六月间，有一部苏

联电影叫《予打击者以打击》，轰动一时。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邀请宋庆龄观看这部电影。那天

宋庆龄先到影院，请柬上注明的座位是楼座第一排。她泰然地坐在第一排座位上，其他的人还没

有来。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上海大戏院有个英文讲得很好的苏联工作人员，他上楼看见一个妇女

坐在第一排，便走过去对宋说：“这个地方是招待贵宾的，是不是请你坐到后边去。”宋庆龄反



问：“为什么?”他说：“这里等一会儿有大使和中国朋友来。”宋未表明自己的身份便移坐到

后面去。  

  宋庆龄爱看美国电影，但是 1949 年以后，上海新政权领导对上海电影业改造的最初行动，

正是将好莱坞影片驱除出上海文化消费领域。1950 年 11 月，上海巴黎大戏院职工张贴出“拒映

美片”的大幅标语并向社会发出呼吁，全市影院起而响应，一切美国影片停止放映。好莱坞从此

在上海文化市场绝迹近 30 年。  

  对此，宋庆龄没有公开抱怨过，反而是深知她嗜好的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考虑周到，单独为

她做了特殊安排。1950 年 5月 17 日，陈毅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约稿事致函宋庆龄，同时告知：

“国营影片公司（即 1949 年 9 月成立的华东影片经理公司，地址在上海广东路 50 号大楼五楼，

负责上海及华东地区的影片发行——笔者注）已略有布置，存片甚多，美国片苏联片均有，如欲

赐观，请电知即可准备放映。该公司放映场亦雅静不庞杂，钧座偕三四友人前往即可专门放映，

不让外人参加亦可。又尊宅客厅亦可放映，每周一二次对该公司负担并不大，人员均青年同志，

纯洁可靠，不必过虑，前一二日通知即可办到。”宋庆龄不久之前正好因文化生活匮乏而准备邀

请好友王安娜去影院看正在公映的苏联影片，陈毅此函真可谓关心体贴之至。宋庆龄随即撰就庆

祝上海解放一周年一文的初稿，并于 22 日复函陈毅告知，同时说：“观电影事因近日须写文章

较忙，俟稍暇即赴摄影公司观看。到时当通知梅处长（即时任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的梅达君——

笔者注）。”7 月 15 日，宋庆龄还告知当时代表中央政府与她联系的罗叔章，她在梅处长夫妇

多方面布置之下，已去看过 2 次电影。  

  一直麻烦别人总是不太方便，所以宋庆龄后来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家中看电影。她的北京寓所

较大，大客厅就可作电影放映间，而旁边的大餐厅正好用来招待来看电影的客人们用餐或点心；

上海淮海中路寓所较小，电影就在相连的客厅、餐厅放映，银幕设在客厅放古董橱的地方，放映

机则摆在餐厅里放柜子的地方。  

  在家中，宋庆龄从不单独看电影，她喜欢和大家一起分享看电影的快乐。她经常在三八、五

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和春节（“文革”后又扩大到圣诞节）期间放映电影，招待

老朋友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及其家属等，还有保健大夫、警卫战士和身边工作人员及

其孩子们。除了这些特定假日外，她还会在周末时光在小范围内组织看电影。  

  说宋庆龄是影迷一点也不过，晚年的她看电影不仅全神贯注，而且一坐就是数小时，有时甚

至通宵。孙中山家族的世交林国才曾多次陪她看电影，发现她看电影可以从晚上 8 时直到午夜 2

时，“连看 6 个小时而毫无倦容”。 

“文革”期间经历选片风波 

  “文化大革命”初期，宋庆龄只是在家中偶尔看几部新闻纪录片，甚至国产片也难得看。当

时钓鱼台放映厅有近百部电影片，但是都由江青一个人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

宋庆龄秘书张珏曾打电话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告诉他们说首长想看一些电影，并列了一个片名目

录。办事组的电话组负责人李传俊接电后把电话记录交给江青，结果江青说给几部就行了。后来

李传俊看到单子上大部分都被删了，只剩下五六部。  

  有一段时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

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

些影片。在周总理细心周密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

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  

  这些影片宋庆龄大多看过。1970 年 10 月 1 日，宋庆龄在天安门参加国庆庆典时，西哈努克

亲王夫人告诉宋庆龄，他们送了一部由他们夫妇二人合拍的电影《柬埔寨》的拷贝给中国。周总

理于是说：“副主席愿看可以随时取来看，还可看点日本电影。”不久，宋庆龄在看了《柬埔寨》



后评价说艺术不错，亦很轻松。在看《山本五十六》时，她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警卫秘书杜述周

同她说话把她吓了一跳，打了个冷战。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也许是尼克松访华勾起了她对美国的怀念。2 月 5

日，她关照警卫秘书杜述周去找些电影目录，尤其“找些外国电影为好”，找来后由她自己挑选。

杜述周于是四处打听，还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帮忙，最终从国务院文化组得到两本目录，又

从电视台找到了 11 个电视剧的目录。2 月 8 日，宋庆龄直接向杜述周提出要看《尼克松小传》。

为了取《尼克松小传》，杜述周在电视台和外交部来回跑，但是双方互相推诿，杜最后还是从国

务院文化组取来了《尼克松小传》的胶片。近一个星期的联系结果是只有《中国近代史》《巴顿

将军》《罗马之战》《冲绳决战》等影片可看。宋得知后很生气，告诉杜述周说不看电影了，结

果《尼克松小传》还没看就送还了。杜述周立即向国管局汇报，国管局领导随即上门探视，但宋

拒不接见。  

  国管局从此对宋庆龄看电影之事算是重视起来，但是要胶片事还是远没有“文革”前那样顺

利，加上宋庆龄那几年病痛缠身，她很少看电影。转眼到了 1974 年，宋庆龄的病痛问题暂时缓

解，杜述周再次将要片子很困难的情况报告给了国管局领导。于是，这一年开始，情况有了质的

变化。1974 年，宋庆龄看的电影从一年几部猛增至 20 余部，其中大多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影片，

也有苏、日影片和国产片，她不用再靠看新闻纪录片过瘾了。当时负责为中央领导人看电影做现

场翻译的戴光晰回忆说：“她在自己的寓所看任何语言的影片都不需要翻译，而且从下午四点一

直看到午夜一两点，一口气看四五部影片”。  

  70 年代后期，在影片进口方面，开始有大量外国乌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宋庆龄对此很感不

安。虽然她不是那种拘谨古板的人，但是有一次在她家里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发火，她写

信告诉爱泼斯坦：“这部片子„„实在太坏了„„叫什么‘纽约、巴黎及东京之夜’„„那种不

像话的脱衣舞之类的玩意。我真想站起来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个人，只好坐着不

动„„我真懊丧得要命，居然在我家里放这种东西给（两位客人）看。”  

  1981 年 3 月 6 日，宋庆龄寓所为庆祝三八妇女节放映电影，这是宋庆龄在世时的最后一次。

宋庆龄因为正在发高烧并没有下楼看，但她事先已经警告工作人员：“不要放光屁股的影片。”  

为中国电影“百花齐放”出力 

  宋庆龄不仅爱看电影，而且对电影事业也十分感兴趣。1917 年 2 月 19 日，她在给日本电影

业先驱梅屋庄吉的夫人德子的信中说：“如果我自己能有一笔钱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们合作经营

电影业，因为电影是实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我们可以通过影片让人们看到上海及其美丽的

郊区。”  

  宋庆龄并没有如愿经营过电影事业，但她始终关注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并予以积极支持。  

  1959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风暴》上演。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

讲述的是共产党员林祥谦等人誓死反抗吴佩孚军阀统治，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故事。该片

在拍摄过程中，力求画面逼真的金山导演一定要在影片中使用吴佩孚用过的沙发，摄制组人员连

夜翻阅史料后发现吴佩孚的沙发在建国初被安排到了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的寓所。他们于是找到

方巾巷宋庆龄家，经电话请示，宋庆龄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之后，摄制组为了解决片中英国

大使馆的布景问题，再次“得寸进尺”地去宋家借大吊灯，这次又要拆卸又要安装，动静很大，

但是宋庆龄依然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宋庆龄如此慷慨无私的全力支持，使摄制组工作人员心里充

满了敬佩和感动，他们说：“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是绝不会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效果的。”  

  宋庆龄希望中国能够多拍电影，拍好电影，也希望海外能够拍摄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情况的

影片。1974 年 5 月 10 日，曾经在日本侵华期间给予保卫中国同盟以高度支持的美籍华人李兆焕

来华探视宋庆龄，在宋家茶叙时，他主动提出愿意给宋庆龄提供任何的帮助。宋庆龄不假思索便



答道：“我喜欢看到一部有关中国的好电影。”李于是主动提出可提供资金并挑选技术人员来这

里拍电影。但是随即就有人告诉宋庆龄她侵入了江青的禁地，并劝她不要去激怒江青。宋庆龄对

此很是不满，在给老朋友陈翰笙写信告知此事时一连用了数个惊叹号。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艺领域再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过电影业一开

始并没有太大起色，宋庆龄常常哀叹中国在电影制造业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作。1979 年 6 月

20 日，她在给友人伍郑镜宇的信中写道：“我们电影拍得很少，一年只拍 5 部，但印度是 196

部！这真是一个挑战！但是质量还是高于一切的。”这一年，电影《小花》横空出世，其内容和

形式均使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对这部划时代影片的产生，宋庆龄也是帮了忙

的。《小花》中葛存壮饰演的反面角色有一个特写镜头——在桌前看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

这是一部禁书，北京电影制片厂资料室没有，北京图书馆拒绝外借，街上更买不到。摄制组便让

当时也在《小花》组演戏的宋庆龄警卫秘书之女隋永清去找宋庆龄要借书证，以宋的名义去借。

当隋永清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明确表示了反对：“那是一本很坏的书，你们借它做啥子用？”

隋讲明原委后，宋才表示同意。但在她把借书证交到隋手里时，仍然表示了高度的原则性：“你

可以给摄制组去借，但我现在必须讲明，谁也不能看。你首先不能看。借来后直接拿到摄制组。

从头至尾要由你保管，不能转手他人。拍完，立刻还到北图去„„”隋永清拿着宋庆龄的借书证

到北图顺利地借到了这本书，葛存壮这一镜头一拍完，剧组立即派车送隋永清还书给北图。北图

收到书后还专门给宋打了电话，询问首长对他们的服务是否满意。宋庆龄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了感

谢。  

  1980 年，中断了 17 年之久的电影“百花奖”重新恢复评奖，《小花》一连获得数奖——第

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演员奖（陈冲）、最佳摄影奖和最佳音乐奖。在《大

众电影》举办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活动时，宋庆龄对此十分关注，向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

部副部长司徒慧敏询问评奖情况，并问他所有得奖影片是不是都看过了。宋庆龄说，她只看过少

数一两部，没有全看，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在授奖活动过程

中，宋庆龄特意派人为授奖大会送去了贺词，她在贺词上写道：“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 

 


